
收稿日期： 2021-06-20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21ZDA059）；2018 年度北京市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18ZDL21）。
第一作者简介：杨慧莲，女，博士，主要从事乡村可持续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研究。

第 33卷 第 4期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Vol.33 No.4
2021 年 8 月 Journal of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Aug.2021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践、影响及扩散研究综述
杨慧莲 1 刘培生 2

(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
( 2 六盘水师范学院“三变”改革研究中心，贵州 六盘水 553001 )

A literature review of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in the connotation, practice, influence and diffusion
Yang Huilian1; Liu Peisheng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Three Changes” Reform, Liupanshui 553001,China)
Abstract: In 2014,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which originated in Liupanshui City, Guizhou

Province, is a major innovation of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Due to the remarkable resul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written it into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for many times, which has set off large-scale “three changes” reform practice across the country.At present, a
series of researches on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has done and formed a batch of valuable research re-
sults.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generaliza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rural reform and practice
the “three changes” itself, “three changes” reform effect and influence, the spread of the “three changes” out-
side of the reform in guizhou province area and practice three aspects has carried on the system combing with
the review, trying to fully analyze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new breakthrough.In view
of this, the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using cutting-edge policy evaluation
methods to scientifical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system performance and analyze its mechanism;Second,
in-depth study of key areas, with the help of typical case studies,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analysis reform
practice, performance and possible risks;Thir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class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contains the theoreti-
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cre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expected to break the isolated research of the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from the local and single perspective, so as to form the high-value comprehensive re-
search results of large perspective, multi-discipline and ful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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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 年发轫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村“三变”改革是中国特色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创新，因改革成效显

著，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而多次写入国家重要政策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变”改革实践。 目前学术界已针对

农村“三变”改革做了一系列研究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整理，分别从农村“三变”

改革及实践本身、“三变”改革作用及影响、“三变”改革在贵州省之外区域的扩散及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尝

试在充分剖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突破口。 有鉴于此，未来的农村“三变”改革研究还需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运用前沿的政策评估方法对改革绩效进行科学、客观评估并分析其产生的机制；二是深入重点区域，借助典型案例研究

等方法，系统深刻剖析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绩效及可能存在的风险；三是在上述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经

济学经典理论出发剖析农村“三变”改革改革蕴含的理论内涵及价值创造。 期望打破对农村“三变”改革局部的、单一视角

的孤立研究，从而形成大视角、多学科、全维度的高价值综合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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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是 2014 年发轫于贵州省六盘水市
的、一场自下而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创新。 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盘活农村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居民收入等多

重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三变”改革自开展以

来便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批示、指示，并多次被写入

国家级重要政策文件中指导全国实践。 具体来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汪

洋曾五次对“三变”改革做出重要批示与指示；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家重要会议中曾三

次提到农村“三变”改革①；进一步地，2017 年 9 月，

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市被农业部批复为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农村“三变”改革实

验任务。 特别地，农村“三变”改革于 2017年、2018
年、2019年连续三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而中央

一号文件对“三变”改革意义的表述，也有变化：

“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 是 2017 年一号
文件的表述；2018年的表述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

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2019 年的表述则是
“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经验”。 显然，2019 年的表述更有高度，直接上升

到了总结推广改革经验的高度， 更具普遍性和长

期性， 同时也显示了中央相关部门对改革及实践

的认可与肯定。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三个一号文
件的表述来看，其推进工作的力度是依次递增的：

从鼓励到推动，再从推动到总结推广。 这种推进工

作力度变化充分说明， 中央及相关决策层对农村

“三变”改革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

农村“三变”改革的相关表述除了连续出现在

中央一号文件中，还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 （2018－2022 年）》[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

见》[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5]这样的

重磅文件中出现。 当前，农村“三变”改革被誉为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范本， 全国范围内涌

现出一批地市效仿学习其改革相关实践及成功经

验②。 伴随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推

广和扩散，有一批学者就农村“三变”改革相关问

题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梳

理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针对农村“三变”改

革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针对

改革发源地六盘水相关实践展开研究，具体包括：

（1）对“三变”改革背景、内涵、具体做法及成效的

研究；（2）对“三变”改革价值评价及理论解析的研

究；（3） 对实践过程中存在风险与政策建议的研
究。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三变”改革作用及影响的

研究，其中涵盖了“三变”改革对实现精准脱贫目

标、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

作用及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针对“三变”改革在贵

州省之外其他地区扩散与实践的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农村“三变”改革已由地

区实践逐步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并指导全国实

践， 且学术界已针对其做了一系列研究并形成了

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行，

研究成果的累积， 特别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

系统梳理， 且能在剖析已有研究重点及不足的基

础上提出未来深化相关研究的政策建议。 鉴于此，

本文将在细致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深化研究的可能方向。

一、农村“三变”改革背景、内涵、
做法与成效

（一）农村“三变”改革背景
我国在农村经营体制、 脱贫攻坚任务及农民

增收渠道拓展三个方面面临的现实困难是农村

“三变”改革产生并扩散的重要背景。 系统考察农

村“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的实际情况，一是从

农村经营体制方面来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分”的充分、“统”的不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分散

的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组织化、 规模化、 市场化等要

求。 如何发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激

活并释放农村生产力， 成为当前背景下必须面对

并解决的现实困难和挑战； 二是从脱贫攻坚任务

情况来看，六盘水位于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2012
年全市 4个市县区中有 3 个国家级贫困县，1 个省
定贫困县，2014年全市贫困人口达 50.99万，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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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变股金” 内涵在后续实

践中被进一步拓展。 王永平和周丕东在其研究中

阐述了这种实践拓展， 其研究指出除了各级财政

投入到乡村的各类项目发展资金，“资金变股金”

中的资金还包括村集体和农户的自有资金、 金融

部门提供的信贷资金和社会主体所属的社会资金

等多种类型的资金， 这些资金在用途和投放方面

具有点多面广、投入分散、效益外溢等突出特征和

问题。而 “资金变股金” 的制度设计则是将上述分

散的资金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以放大其使用效益[8]。

进一步地，魏人山指出农村“三变”改革一词是对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高度概

括，旨在明确“三变”这一思维对象的范畴。 进一步

地，农村“三变”改革本身的内涵比较丰富，至少能

从改革农村资源产权、变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变革农村的生产关系三个层次展开分析[12]。

发生率为 19.55，该贫困发生率相比贵州和全国其
他地市分别高出 1.55和 12.55个百分点③。 这种现

实背景下， 找到一条精准脱贫的可行路径任务艰

巨；三是从保障农民长期持续增收来看，六盘水农

业产业经营较为传统，长期过度依赖玉米、土豆等

传统农作物，高价值特色农业经营数量较少，财产

性收入仅占农户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1.63%， 而如

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拓宽农户

增收渠道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 已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

分析了农村“三变”改革的缘起和背景。 陈全认为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经营体制遭

遇发展瓶颈是农村“三变”改革的逻辑起点[6]。张绪

清从农业经营体制遭遇新挑战、 农村发展机制遭

遇新挑战、脱贫攻坚遭遇新挑战、乡村建设与反贫

困主体严重缺位四个方面分析了“三变”改革的缘

起和背景[7]。王永平和周丕东则从农村生产要素分

散、农业规模化发展受限、现有可利用资源低效利

用、 农民增收渠道狭窄几个方面分析得出， 农村

“三变” 改革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唤醒沉睡资源、积

聚分散资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是一条既有别于

东部又不同于西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

路[ 8 ] 。 姜长云和芦千文在其研究中阐述了六盘水

市面临的发展难题，提出农村“三变”改革是化解

现实难题的应然产物[9]。 杨小成从社会需求变化引

致农村供给侧结构适应性调整、 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来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困境、 迫切的农村脱贫攻

坚和农民增收压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村“三变”改

革的现实依据[10]。 进一步地，谢忠山和刘娇娇在梳

理我国已有改革探索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

未来如何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优越性，

通过改革手段激活、 释放农村潜在的巨大生产力

将逐步成为实践探索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后续改革应集中围绕“人、地、钱、经营主体、集体

经济”深化探索，而农村“三变”改革正是对深化农

村改革总要求的积极回应与实践探索[11]。

（二）农村“三变”改革内涵
逻辑学认为内涵是事物特有的属性，农村“三

变”改革内涵指的是“三变”改革具体涵盖的内容。

目前各界对农村“三变”改革内涵基本达成了统一

认识， 即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

东”[9, 12-15]，具体内涵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

“三变”改革 内涵具体阐述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

村集体将确权的所有耕地、林地、草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水域、房屋、

集体建设用地（物）和基础设施等集体资源，依法评估折价，通过协议或者合

同方式，入股投资企业、合作社及其他经济组织，变成代表股份权利的资产。

村集体将各级财政投入到村庄发展类资金 （除补贴类、 救济类、 应急资金

外），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原则上转变为村集体和农民

持有资金或村集体自有资金，通过协议或者合同方式，入股投资企业、合作

社及其他经济组织，变成代表股份权利的资本金。

农民以确权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自有房屋、自有资金、技术和劳动

力等，通过协议或者合同方式，入股投资企业、合作社及其他经济组织，定期

按股份取得企业经营红利，变成股权投资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已有研究资料整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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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三变”改革做法与成效
在分析农村“三变”改革内涵的基础上，有相

当一批研究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归纳总结了农村
“三变”改革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17]。 例如，黄延信
等基于实地调查，将农村“三变”改革实践总结为
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 有效盘活农村集
体闲置资产、 探索财政资金转变为农户股份三个
方面[18]。 罗凌和崔云霞将农村“三变”改革实践总
结为，从要素集聚发力，再造双层经营体制中“统”
的功能；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再造农民参与社会
分工的产业体系和环境， 同时创新要素主体之间
的利益联结机制、 重构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 通
过拓展空间深化促进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快速发
展 [19]。 与此同时，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在
实地调研之后，将农村“三变”改革主要做法总结
为：聚焦贫困群众、找准“三变”改革主体目标；聚
焦优势产业、积极搭建“三变”改革平台；聚焦相关
资金整合、有力保障改革投入；聚焦经营主体，大
力培养改革承接主体； 聚焦改革风险防控、 坚守
“三变”改革底线五个方面 [20]。 除了对农村“三变”
改革做法的宏观分析， 有一批研究者聚焦于对改
革的某一个或多个方面展开分析。 例如刘琴和周
真刚将研究聚焦于农村“三变”改革股权架构的具
体做法方面，分别从出资方式、股份确认，决策管
理和监督机制，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股份流转及
退股机制几个方面阐述了“三变”改革发源地的股
权架构主要做法及存在的问题[21]。肖兴燕则将研究
重点聚焦于集体产权量化的具体做法， 认为当前
六盘水“三变”改革实践过程中的集体产权量化形
成了较为规范的量化操作规程、 达成了农村集体
资产量化范围及方法的共识、 探索了政府和民间
资金共谋发展的支持方式、 增加财政对农村经济
组织的支持力度、 且正在努力探寻资源股权定价
新模式[22]。

在分析农村“三变”改革具体实践做法的基础
上，已有研究者肯定了“三变”改革取得的成效。 例
如，黄延信认为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了农业规模
经营体制机制、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升了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培养了职业农民、促进了农民
增收[18]。 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通过实地
调查指出，农村“三变”改革在促进贫困地区精准

脱贫、带动贫困农户增收，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
进农业经济转型升级，有效组织农民群众、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乡村
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王永平
和周丕东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的效应主要体
现在盘活农村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形成改革示范五个方面[8]。 相较
于对“三变”改革成效的整体性分析，也有研究者
基于在 “三变” 改革典型村庄的深度蹲点调查得
出，典型案例村庄通过“三变”改革的方式整合各
类资源要素，改革以来村庄在劳动力回流/积聚、贫
困户脱贫、普通农户增收、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成
效显著[23]。

二、农村“三变”改革价值评价与
理论解析

（一）农村“三变”改革价值评价
已有研究在明确“三变”改革背景、内涵、做法

与成效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村“三变”改革的价值
意蕴并对其创新价值进行了评价。 具体来讲罗凌
和崔云霞指出，“三变”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一
次成功尝试，是邓小平同志农村改革“第二次飞
跃”的一个实践方向[19]。 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
题组认为“三变”改革对于推动精准脱贫、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对于深化农村综
合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
引领作用；对于依法依规治理乡村、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带动意义； 对于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重
要支撑意义[20]。王东京和王佳指出认识“三变”改革
的价值，眼光应放得长远些，不能仅从农村扶贫角
度看。 “三变”改革将是中国整体形成橄榄型分配
格局的不二之选， 其妙处在于———它立足扩大资
产增量，而无须“抽肥补瘦”[24]。 孔令刚和蒋晓岚认
为“三变”改革的价值体现在，其是农村产权制度、
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创新， 对于完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形成有利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农民主
体”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25]。
刘琴和周真刚则认为在破解农村资源、资金、农民
分散难题方面，“三变” 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
东部、不同于西部的改革新路，在推进农业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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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方面贡献突出[26]。 进一步地，陈林通过
研究指出，贵州等地发端的农村“三变”，即“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充分激活
城乡发展要素，有力印证了习近平农村市场化，特
别是要素市场化理论 [27]。 柯炳生则认为“三变”改
革是一种机制创新， 其并没有突破现有的制度框
架，而只是对现有可利用资源的一种整合，是资源
使用方式的改变。 其根本意义在于能够把农村集
体和农民个人的资产盘活， 用于回报率更高的农
业经营项目[28]。

（二）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
由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 当前已有研究者

给予了农村“三变”改革极高的评价。 基本肯定“三
变”改革和其他制度创新一样，均是利益相关者结
合内外部环境而进行互动博弈的结果， 继而改革
实践有其内在的形成逻辑、 改革绩效有其特定的
生成路径和机制。 鉴于此，借鉴经典理论对“三变”
改革进行解析则显得极为重要和必要。 梳理已有
研究发现， 目前已有几篇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对
农村“三变”改革进行了解析。 桑瑜在肯定农村“三
变”改革价值和意义基础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当
前 “三变” 改革相关研究大多还是经验归纳和总
结，缺少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进一步从要素分配
的一般规律出发， 结合实地调查案例剖析改革背
后的经济学逻辑；总结得出，“三变”改革的中心思
想和制度诉求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 着力点是
“平台+产业”推动资产增值，利益机制是驱动与制
衡[29]。 于福波和张应良则通过构造“制度—机制—
行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资
料，分别对“三变”改革的制度渊源、动因和实施机
制进行分析；进一步指出，“三变”改革从一种模式
上升为制度变革， 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资本下乡对
原有的乡村治理结构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
的经营体制产生了冲击和重塑；农村“三变”改革
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变
迁过程[30]。 刘培生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
变革理论深入解析了“三变”改革隐含的制度变迁
价值，认为在创新生产组织形式、充分利用闲置土
地等自然资源创造出新价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优秀的合作社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方面

“三变”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为，对原来

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颠覆性的 “创造性的毁

灭”，即创造出符合现代化特点的生产体系和产业

体系四个方面。 进一步地，“三变”改革体现的制度

变迁思想则表现为一项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环

境情况，当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时，经济主体就会产

生对新制度、新规则的需求[31]。张敏娜研究认为，农

村“三变”改革从探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原则”，优化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分工配合

关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注重分

配公平，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四个方面均体现和

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32]。

三、农村“三变”改革风险及对策
相关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村“三变”改革取得了较

好的实践成效，有一批研究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且当前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尝试运用政治、 经济学

相关经典理论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解析。 但仍需

注意“三变”改革是触及深层次的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改革过程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

健康发展， 需要谨慎客观评估改革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综述已有研究

发现， 目前有一批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农村

“三变”改革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对策建议方面。 例

如李裴从亏损把控、权益保障、资源破坏、法律规

避、资金安全几个方面分析了“三变”改革发源地

在推进“三变”改革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进一步从选择好改革试点、把握好关键环节、建设

好交易平台、掌控好融资风险、发挥好政府作用方

面提出改进建议[17]。刘远坤认为农村“三变”改革是

一项向农民“还权赋能”的改革，但是在产业经营

亏损把控、 权益保护、资源破坏等方面存在风险[33]。

韩保江研究指出，农村“三变”改革在具体推进过

程中尚需注意涉农资金转化为企业发展股金过程

中可能的国家资产流失风险， 土地入股确权量化

不明晰、不稳定暗藏的风险，入股土地用途质量改

变引致的风险，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监管不到位形

成的风险等多种可能风险。 为了有效防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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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需要完善并提供改革配套保障机制； 另一

方面需要法律支持，具体来讲，当前“三变”改革实

践对农村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等带来的冲击，已经

涉及《宪法》 《物权法》 《担保法》 《土地管理法》等

多部法律法规，后续仍需明确相关法律支持[34]。

除了对农村“三变”改革可能存在风险进行宏

观视角的分析， 也有研究者基于对改革发源地的

深度调查而分析当前存在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政

策建议。 例如周真刚在肯定农村“三变”改革实践

成效的基础上指出，要注意加强防范“三变”改革

风险。 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的成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情况， 而各类新主体的经营状

况将直接影响改革成效。 因此，农村“三变”改革推

行过程中还应当做好相关风险预案， 重视发挥政

府引导作用的同时提升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

适应能力，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

发挥作用，实现长效发展目标[35]。 王永平和黄海燕

则基于对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改革进展及推广

情况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随着“三变”改

革的深入推进， 可能面临包括自然风险在内的七

个方面的风险及挑战， 进一步剖析了不同风险的

形成机理及可能后果。 最后， 从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增强自然风险抵御能力；加强经营主体能力建

设，降低经营风险发生概率；增强技术支撑能力，

降低技术风险发生概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消除

政策风险滋生土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法律

风险的发生；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筑道德风

险防范屏障；完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防止社会风

险发生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36]。

四、农村“三变”改革的作用及影
响相关研究

除上述对农村“三变”改革本身的研究外，逐

渐有一批研究者将视野拓展到分析“三变”改革的

作用及影响方面，其中包括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增加农民收入、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作

用及影响。

（一）农村 “三变”改革对实现精准脱贫
目标的作用及影响

由农村 “三变” 改革背景部分的分析可以看

出，贫困程度深、范围广及脱贫攻坚遭遇挑战是农

村“三变”改革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即农村“三

变”改革是一种典型的穷则思变的产物，是贫困地

区不同主体为摆脱贫困而创造的、 新型的合作发

展思路与实践。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农村“三变”改

革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的作用及影响是学术界重

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具体来讲，陈全分析了“三变”

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 从助

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来讲，如何推进精准扶贫、

实现贫困群体脱贫致富， 成为农村改革的重点与

方向，而“农民有权利没利益、有资源没资产；农村

有资源无市场、 有供给无需求； 农业有空间无效

益”是摆脱贫困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何解决这

一根本性问题成为我国实施精准扶贫、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 农村“三变”改革的制

度设计则旨在通过实现资源资产化、 资金股份化

而增加农民资产性收益。 从制度创新来讲， 农村

“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

对农村产权制度、对收益分配制度、对扶贫资金和

项目运作制度的创新三个方面 [6]。 檀学文研究认

为，农村“三变”改革在扶贫方面的应用极大地丰

富了资产收益扶贫的内涵，依据“三变”改革的制

度设计，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农户家庭所有的各类

资源资产、 金融资源及其他各类社会资源都成了

潜在的扶贫资产来源，扶贫资产的类型更加多样。

进一步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增

加农民资产性收入， 与资产收益扶贫的理念高度

契合。 产权安排和收益分配是影响资产收益扶贫

的关键，推动资产收益扶贫与农村“三变”改革已

形成互为因果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可将“三变”改

革作为资产收益扶贫的发动机[37]。 李如海基于对

“三变”改革发源地的深度调查指出，农村“三变”

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通过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依托“三变”改

革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新路径；发展信用合作、实施

金融扶贫；依托景区景点，以旅游带动减贫[38]。谢治

菊则将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总结

为：聚焦贫困群众，重构乡村治理体系；聚合资源

要素，为精准扶贫提供资源保障；搭建产业平台，

为精准扶贫找到科学路径三个方面。 进一步将具

体实践模式总结为“三变”+特色产业+贫困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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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变”改革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的作用及影响

农村“三变”改革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

作用及影响是当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综述

已有研究发现，罗凌率先发起对“三变”改革在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作用的探讨， 其研究指

出，“三变”改革是以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而实

现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流转的一种生产发展

新力量，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造、重构乡村治

理模式、 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多个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19]。 刘远坤认为 “三变” 改革有助于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对于农业产业增收和农村社会繁荣具有重要价

值 [33]。 杜良杰和周怡研究指出，“三变”改革衍生出

很多“变”的模式，但是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变”都

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脱壳”

并实现发展。 换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需

要“三变”改革这一制度创新支撑，农村“三变”改

革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 [41]。 税林敏研

究指出，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内容的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强化了农村集体财产权利， 走出了一条贫

困地区提高村集体收入的独特道路 [42]。 温铁军则

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理解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要上升到理

解一个新型集体经济如何重构这个层次 [43]。 特别

地，张应良和徐亚东研究指出，已有的研究很少从

学理层面深度剖析农村“三变”改革在推进农村集

体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逻辑，因此“三变”改革对

实践的制度价值非常有限。 在脱贫攻坚和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 无论从强化理论对改革

实践的指导， 还是后续深入推进和推广农村 “三

变” 改革均需要从理论出发探究并解析改革与农

村集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其从经济学

原理出发， 首先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理论

条件，接着分析“三变”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

长的理论逻辑。 具体来讲，一方面论述了产权明晰

与产权激励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影响， 另一方面

论述了拓宽市场、 链条延长与维持特色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及影响， 进一步对照具体改革实践解析

“三变”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通过分析

得出， 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和产权激

励，而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考虑拓宽市场、延长链条

图 1 以“三变”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及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已有研究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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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乡村旅游+贫困户模式、“三变”+村集体+
贫困户模式、“三变”+经营主体+贫困户模式[39]。

（二）农村“三变”改革对增加农民收入
的作用及路径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农村“三变”改革对增加

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的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 已有

研究者肯定了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增加

农民资产性收入[24，29，37]。 且大量的实践调研经验证

据表明，农村“三变”改革确实具有显著的农户增

收效应[8]。 有别于对农村“三变”改革促进农户增收

的宏观分析，孔祥智和穆娜娜基于对“三变”改革

发源地典型案例村庄的调研基础上，将“三变”改

革增加农民收入的来源及类型做了细分。 具体来

讲，其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正在推行

的改革从本质上是通过增加农民的资源租金、股

份分红、自营工商业、种植业、转移就业等方面的

收入而提高农户的财产性、 工资性及家庭经营性

收入的[40]。

7- -



和维持特色， 故而资源配置并不一定会实现经济

增长，产权明晰、有效激励、拓宽市场、延长产业链

和维持特色是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 与

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照发现， 当前实际情况并

不符合理论条件，而农村“三变”改革的各项措施，正

是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向理论条件方向的改进[1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已有研究除了对农村“三

变”改革上述几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外，目前还有两

篇文献将“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

了对比，总结得出“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

作制存在诸多差异。 具体来讲，杜良杰和周怡研究

认为农村“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存在

背景、特征、内涵、基本范式、目标诉求五个方面的

不同[41]。 于福波和张应良则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制

度生成环境、制度变迁方式、政府参与程度、制度

实施机制和制度新绩效五个方面的差异[30]。

五、农村“三变”改革的区域扩散
及相关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知， 发轫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村“三
变”改革实践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成功
引起各方关注而逐步向全国其他省市扩散。 通过
整理总结农村“三变”改革在全国扩散的资料④发
现：从时间演进机理来看，农村“三变”改革自提出
以来，在全国市级层面的扩散时间呈现典型的“S”
形曲线分布，即可将农村“三变”改革的扩散过程
分为基层探索、局部试点、整市推进、全省推广、全
国扩散五个阶段。 从空间扩散趋势来看，农村“三
变”改革的空间扩散过程呈现出典型的近邻效应、
等级效应、集聚效应特征。 从内容扩散特征来看，
农村“三变”改革在不同地域的扩散过程中呈现出
简单跟风模仿、创造性转换与调试两种典型特征。
最后从总体扩散模式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产
生与扩散模式更接近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扩散模
式⑤。 具体来讲，“三变”改革最初是由农户和新主
体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为解决现实的发展困难
而存在的； 随后地方政府敏锐地关注到基层的实
践探索， 在响应改革诉求的基础上持续跟进并进
行局部试点， 同时对基层探索进行总结提炼并完
善改革方案， 之后抓住机会向中央政府汇报改革

实践和成效，在获得中央政府层面批示和指示后，

进一步强化完善其改革实践内涵与过程。 通过实

地调研了解到，截至 2019 年底，先后已有中央和

国家机关、 其他省市县的党政机关及专家学者等

1 130 批次 23 585 人次到“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

水实地调研考察改革实践情况。

整理相关资料发现，农村“三变”改革在全国

范围内的扩散较快。2016年 7月，安徽省启动了农

村“三变”改革试点，并在全省范围内选择 11 个区
县和 13个村庄推广改革实践，2017年又将试点范
围扩大到 10 个区县整体推进。 与此同时，陕西、甘

肃、河南、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重

庆、四川、青海、山东等地市也逐步开展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实践。 伴随着“三变”改革在发源地所

在省份之外的其他区域扩散， 有一批研究者针对

不同省市的实践和效果开展了系列研究。 例如，窦

祥铭在对安徽省首批 13 村“三变”改革试点调查

的基础上将安徽省“三变”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总

结为：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资源活起来；推

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推进“农

民变股东”，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其认为安徽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在激活农村发展要素、提高

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

村庄集体经济实力、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表

现突出。 进一步从农村集体部分资源资产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不到位、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

滞后、对“三变”承接主体 (经营主体 )扶持力度不
够、风险防范机制有待加强、股份合作机制不够规

范五个方面分析了安徽省“三变”改革试点的突出

问题，提出未来安徽省应进一步扩大“三变”改革

实施范围、 统筹推进农村集体各类资源资产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

加大对“三变”承接主体(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加强

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规范股份合作机制[44]。 马红光

以陕西董岭村为案例， 剖析董岭村集体产权 “三

变”改革实践，得出集体产权“三变”改革的经验与

启示：村民自愿、统一认识、主动发展是前提；愿干

能干公干的领头人是基础；选准产业方向、探索特

色模式是关键；探索集体产权创新改革、共同发展

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长久之策[45]。张婷则将重庆市万

杨慧莲 刘培生: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践、影响及扩散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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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在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州区太安镇“三变”改革的探索与路径总结为：“三

变”+特色产业、“三变”+乡村旅游、“三变”+精准扶
变”+特色产业、“三变”+乡村旅游、“三变”+精准扶
贫[46]。

六、研究述评与后续研究展望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 目前学术界已有一批文

献就农村“三变”改革及实践展开研究，并取得了

一定研究成果，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农村“三变”改

革在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方面

的价值与意义[1,47]。 但是根据笔者的大量实地调查

和观察经验⑥，当前无论从实际研究状况还是客观

研究需求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探索在一

定程度上是快于理论研究支撑的， 且一些富有价

值的探索和实践尚未被总结提升为理论创新成

果。 另外，现有研究成果中一些研究结论和观点仅

停留在对局部经验的判断之上， 缺乏基于更全面

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说

服力仍有待检验。 综合判断，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宏观背景下，已有农村“三变”改革相关研

究仍满足不了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现实需求。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聚焦

于“三变”改革发源地实践，并就其实践的各个方

面展开研究。 虽然有一批文献给予了农村“三变”

改革极高的价值评价， 但是现有的一部分研究似

乎掉入了“只针对观察主体展开研究”的窠臼。 另

外，目前大部分文献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基本只是

从现实视角出发研究， 鲜有文献从历史溯源或未

来改革需求的角度系统剖析农村“三变”改革。 单

一研究视角， 在改革初期尚不会暴露出明显的窘

境， 但是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其局限性将会逐渐显

现。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已有文献基本都

是以定性研究或者加入少量案例的实证研究方式

展开， 有些研究只是基于对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村

庄的调查获取研究结论， 一方面研究结论的可靠

性尚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数据支撑不足，

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研究深入推进， 即基于现

有研究成果很难做出横向比较和纵向跟踪的实证

研究成果。

第三、从研究发现来看，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

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相似性较高、 政策建议扎堆

雷同的现象；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相对更倾向于以

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即已有研究中多

次出现类似“‘三变’改革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

民增收”“‘三变’ 改革有助于壮大集体经济收入”

等的表述，但是却鲜有研究者系统解析“三变”改

革促进农民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内在机制及

背后的学理基础。

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述评， 后续需要研

究者深入研究区域， 一方面运用科学的抽样方法

获取富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 借助倍差法

（DID）、断点回归法（RD）、合成控制法（SCM）等经

典的政策评估方法，系统、全面、科学地评估农村

“三变”改革成效。 另一方面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充

分捕捉那些不易用统计数据描述的关键变量，同

时近距离地聆听底层的“细语”。 以防止以群体抽

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本身的强迫性，有效避免

研究者对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侵犯、

涂抹、覆盖或清除[48]。 力求近距离地、忠于事实地、

小心翼翼地求证 “三变” 改革过程中 “谁拥有什

么？ ”“谁从事什么？ ”“谁得到了什么？ ”及“他们用

获得物做了什么？ ”，进一步系统梳理总结农村“三

变”改革的具体做法、风险及未来发展建议。 进一

步地，在充分了解掌握农村“三变”改革的基础上

从政治、 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剖析其蕴含的理论

内涵及理论创造，从“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增

收致富的‘黄金腰带’”“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

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

工商资本的下乡通道”“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

为乡村善治的有效激励” 等方面着手开展相关专

题性研究，以期未来能够打破当前对农村“三变”

改革局部的、单一视角的孤立研究，形成大视角、

多学科、全维度的高价值综合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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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股份量化，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握好度，不要忘了农民这一头，

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

② 2016 年 7 月，安徽省启动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并在全省范围内选择 11 个区县和 13 个村庄推广改革实践，2017 年又
将试点范围扩大到 10 个区县整体推进。 与此同时，陕西、甘肃、河南、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重庆、四川、青

海、山东等地市也逐步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实践。

③ 数据为笔者 2020 年 8 月-9 月赴贵州省六盘水市调研时获取，具体由六盘水市委“三变”改革办公室提供。

④ 笔者首先进入全国、各省、各市县区的农业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对“三变”改革相关信息筛查整理；其次，在“中国搜索”

“百度搜索”等权威网站逐省搜索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相关信息和案例；最后将不同渠道搜索的信息整理在 excel 表格中，

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GIS）绘制不同时间段的地图并进行针对性分析。

⑤ 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扩散模式集体体现为“地方政策创新-上级采纳-推广实行”。

⑥ 笔者长期关注并重点研究农村“三变”改革，曾多次赴贵州省六盘水市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工作。 具体包括：2017 年 2 月
赴六盘水调研 7 天；2018 年 1 月在六盘水蹲点调研 30 天；2019 年 11 月赴六盘水盘州市调研 10 天；2020 年 9 月赴六盘水
调研 4 天；2020 年 12 月赴六盘水调研 15 天；2021 年 3-6 月赴六盘水深度蹲点调研 90 多天。综上所述，2017-2021 年，笔者

累计在六盘水市开展调研 150 多天，通过长期追踪调查和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蹲点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撰写了多

篇内容翔实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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